
帝国时代的罪与罚:

夏目漱石的救赎之 “门”

邱 雅 芬

内容提要 夏目漱石的《门》是由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共同建构起
来的勾绘日本殖民扩张时代之“罪恶”与“救赎”的文本。有关宗助夫
妇的“个人叙事”构成明线，“国家叙事”构成暗线，明暗双线共同指向
罪恶与救赎的主题。从《论语》、《菜根谭》、《碧岩录》等中国传统儒释道
经典中，夏目漱石寻求着“救赎”之路，尤其表现出对禅宗的浓厚兴趣。
关键词 夏目漱石 《门》 《论语》 《菜根谭》 《碧岩录》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亚地区迅速崛起。明治时代 ( 1868—
1912) 被日本人称为“伟大的时代”，而素有“明治文豪”之称的“国民作家”夏
目漱石 ( 1867—1916) 在 1905年元旦之际以 38岁之龄登上日本文坛: 其时，日俄
战场战事正酣，夏目漱石文学由此深深地刻上了“日俄战争”的烙印。柴田胜二
指出: “漱石在明治 38 年 ［1905］ 1 月日俄战争期间，以《我是猫》开启作家生
涯，其后作品均以主人公及其人际关系为依托，描写这场大战后出现的种种物质及

精神问题。”① 另一方面，诞生于世纪之交时代裂变之际的夏目漱石文学亦注定
内含诸多的矛盾，例如水川隆夫就夏目漱石兼有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倾向指出:

漱石从学生时代至晚年，从不盲信一时的国策或大众传媒论调，他坚持

着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并做出判断的 “个人主义”思想和态度。而且，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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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带来的悲剧、战争的原因与责任、日俄战后的内外政策、国家主义、军
国主义等问题都留下了卓越的见地。
另一方面，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大众传媒信息的不足与过剩、当时日

本社会科学研究等尚不发达以及受制于亦渗入其自身内部的 “忠君爱国”
的“国家主义”等原因，他有时也会有不适宜的判断或表述 (《从军行》、
《满韩漫游》等)。但他对照现实，不断反省自己过往的判断或表述，通过
自我批判进行修正，其战争观由是不断深化。在最后期的 《点头录》中，
他几乎克服了其自身内部排外的国家主义。①

夏目漱石的随笔《点头录》分九次刊载于 1916 年 1 月 1 日至 21 日的 《朝日新
闻》，而他于当年 12 月去世，可见与 “其自身内部排外的国家主义”之间纠缠
不清的关系几乎贯穿了夏目漱石的整个创作生涯。这种 “国家主义”思想的根
深蒂固，不仅与当时日本社会的大环境有关，亦与夏目漱石留学英国时代的屈辱

记忆不无干系。他在《文学论》中写道: “生活在伦敦的两年是最不愉快的两
年。我在英国绅士中间，仿佛狼群中的一条卷毛狗，过着凄惨的日子。”② 这种
苦涩的体验导向某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怀亦是自然之事。
夏目漱石从 14 岁开始接受汉学熏习，一生热爱汉诗文，存有二百余首汉诗，

而大学时代主攻英文，后任英语教师，并于 1900 年留学英国两年，具有转型期文
化人的诸多特质，这是其文学内含诸多矛盾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作为“西化”
的明治时代的代表性作家，夏目漱石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汉文学资源，创作于 1910
年的小说《门》即属于这类文本。在《门》中，夏目漱石探究如何通过儒家、佛
家伦理匡正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

财富，亦为传统经典注入了时代气息。《门》由国家叙事和个人叙事明暗双线交织
而成，不仅呈现了夏目漱石矛盾纠结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底色，而且依靠作

家的汉文学素养，展现了通过儒家伦理和佛家伦理寻求救赎的路径。

一、帝国时代的罪与罚

《门》于 1910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12 日连载于《朝日新闻》，是夏目漱石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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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曲中的第三部①，描写普通公务员野中宗助与其妻阿米这对恩爱夫妻的日常

生活。这对夫妻夫唱妇随，却背负着沉重的过去: 在与宗助结婚前，阿米是宗助
朋友安井的同居女友，宗助与阿米的婚姻始于对友情和爱情的双重背叛，安井在

极度痛苦中远走满洲。宗助夫妻亦众叛亲离，在多年的漂泊后，离群索居于东京
一处阴暗孤寂的寓所里，过着恬淡而窘迫的日子，并忍受着命运的诸多诅咒。在
极度苦闷中，宗助最终决定到禅寺体验短期参禅，以摸索彻底摆脱痛苦的可能

性。关于该作品的评价，评论家濑沼茂树指出:

一方面，在描写平凡小市民悲惨的家庭生活的同时，还描写了由夫妇之

爱带来的满足与和睦的喜悦之情———理想的小市民之爱; 另一方面，则描写
了堕入罪恶意识中，虽然寻求救赎却没有任何救赎可能性而陷入精神地狱

的 “迷茫者”形象。许多评论家由于这二者之间的不协调，都从不同立场
出发，指出了作品的缺陷。严格而言，如将重点放在前者，也许会像正宗
白鸟那样，认为后来的参禅 “有点开玩笑的意味”，对 “不自然的伏笔”
生厌。而关于后者，片冈良一等均指出罪恶意识的设定问题颇多。我经过
认真思考，亦认为该作品即便并非如白鸟或良一等所言，但亦必须承认其

缺陷。②

这是长期以来对这一作品较为典型的评价方式，即大多数评论者认为小说描写了

宗助夫妻的爱与罪，但这两种情感之间缺乏必然性，故作品存在明显的 “缺
陷”。然而，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作家由此开始将创作视角逐
渐内敛，挖掘人物内面世界，深化伦理拷问力度，“缺陷说”并不足为信。第一
套夏目漱石全集编撰工作的重要参与人、夏目漱石的门生小宫丰隆指出: “《门》
在夏目漱石的作品中，无论在思想深度方面，还是在承上启下方面，都无疑是值

得关注的作品。”③ 吉本隆明则说自己于 “漱石作品中最喜爱 《门》”④。近年来，
一些日本学者尝试新的阐释方式，例如冈本直茂便以宗助的参禅体验为切入点，

聚焦作品中的宗教情结，认为这是一部 “求道小说”，指出 “《门》是一对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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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三部曲为《三四郎》 ( 1908) 、《其后》 ( 1909) 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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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東京: 岩波書店，1985 年，第 904 頁。
吉本隆明『夏目漱石を読む』，東京: 筑摩書房，2017 年，第 280 頁。



爱的夫妇向上天控诉无情命运的故事，根底里是作者的求道心。‘门’前的宗助
的身影表达了作者漱石的求真之心，仿佛《旧约圣经》之 《约伯记》中的约伯。
宗助到‘门’之前，唯有彷徨”①。笔者认为，该作品不仅是关乎宗助夫妇的“个
人叙事”，更是关乎时代的“国家叙事”。虽然小森阳一等学者注意到其中隐含的
国家叙事问题，指出“可知小说内含着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殖民地主义这些具有鲜
明的同时代色彩的课题”②，但提出类似观点的学者大多忽略了作家着力刻画的与
之相关的“救赎”主题。
从表象看，《门》主要以宗助夫妇位于东京一隅的阴暗孤寂的寓所为舞台，

但实际空间更为广阔。阿米的前男友安井远走满洲; 宗助房东的弟弟亦在 “日俄
战争结束后不久”为赚大钱去了那里，后因生意失败，又从满洲 “流落”到蒙
古; 宗助的弟弟小六也打算如果筹不到学费，则“退了学，索性现在就去满洲或
朝鲜”③; 而把故事情节推向高潮、把宗助推向 “山门”的力量亦来自满洲: 当
房东无意间提及安井或许将从满洲回来时，宗助的不安达到极限，他像抓住救

命稻草般奔向寺院 “山门”，以寻求彻底摆脱痛苦之路。可见，由岁月推移、
季节变换的 “时间轴”串起的 “个人叙事”背后，还隐藏着由满洲、朝鲜这些
“空间”概念所象征的当时日本的诸多特征，如日俄战争、帝国、殖民、掠夺
等等，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庞大的 “国家叙事”。因此，《门》是由个人叙事与
国家叙事共同建构起的日本殖民扩张时代 “罪恶”与 “救赎”的文本，其中，
有关宗助夫妇的 “个人叙事”构成明线，“国家叙事”构成暗线，明暗双线共
同指向 “罪恶与救赎”的主题，显示了夏目漱石卓越的叙事能力及介入时代话
题的热情。
需要指出的是，个人叙事是主线，国家叙事是辅线。主线是推动情节发

展的重要推手，所以读者们对宗助夫妇恬淡而窘迫的家庭生活了如指掌; 辅

线则隐藏在主线之下，一般不直接推动情节发展，却不动声色地影响着作品

人物，并在关键时刻直接介入故事进程，将故事情节一举推向高潮。对主人
公宗助而言，远在满洲的安井仿佛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毁灭其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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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本直茂「夏目漱石『門』論『求道小説』としての読み」，载関西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千里山文学論集』
2014 年 3 月号，第 101 頁。

久保希梨子「小森陽一氏講演会 夏目漱石『門』における満州と朝鮮」，载 Jouranal of the Asia-Pacific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2015 年 3 月号，第 59 頁。

夏目漱石『門』，收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四巻『三四郎 それから 門』，第 648 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
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門』”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换言之，暗线看似不动声色，却暗流涌动，构成了明线庞大的时空背景，其

中隐含着夏目漱石对日本殖民地问题的反思。夏目漱石之所以采用暗线形式
建构其殖民地言说，应与当时日本严格的审查制度有关。日俄战争后，日本
自然主义文学开始流行，其反抗传统家族体制的叙事方式极具破坏力，日本

政府遂进一步强化了出版物审查制度。在官民一致沉醉于殖民扩张的狂热中
时，任何反思殖民地问题的言说都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夏目漱石通过暗线形

式进行隐晦叙述的重要原因。
1889 年 2 月 11 日，日本颁布 《大日本帝国宪法》，保证日本军队不受政府
和议会的干涉，为日本进行军国主义扩张扫清了障碍。该宪法一直实施至二战战
败，在此期间日本自称“大日本帝国”，“掠夺”成为帝国时代的最强音，亦成
为一种社会风气，上至国家，下至庶民百姓，均开启了只顾满足私欲而罔顾他者

感受的“掠夺”模式。 《门》便形象地展示了这种 “掠夺”的行径及其后果，
“掠夺”也因此成为连贯 《门》之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的重要线索。具体而言，
主人公宗助从安井那里 “夺取”了阿米，日本国则在 “夺取”了第一块海外殖
民地台湾之后，又将魔爪伸向了朝鲜半岛及我国东北地区。
作品中以“掠夺”为关键词的日俄战争、日韩合并、帝国、殖民等 “国家

叙事”多采用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并通过暗线形式呈现出来。作品第十四部
分开篇写道: “宗助和阿米无疑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夫妇。两人生活在一起，至今
大约有六年之久了。” ( 『門』: 774) 如前所述，《门》于 1910 年 3 月起在《朝日
新闻》上连载，以“六年之久”推算，宗助夫妇开始共同生活大致始于 1904 年
初，即与日俄战争 ( 1904 年 2 月—1905 年 9 月) 爆发的时间点重叠; 而 “六
年”的时间设置则将文本内时间大致框定在 1904 至 1910 年之间，与此相应的重
大历史事件就是日俄战争及日本侵吞朝鲜的 “日韩合并”。《门》的特点之一是
拥有显见明晰的“时间轴”，整个故事始于秋季，终于春季，顺时铺陈，展现了
一幅阴郁的四季绘卷; 那么，“六年”的时间设置也隐含了深刻的 “国家叙事”
内涵，承载着作家的殖民地言说。
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国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及朝鲜的殖民地及势力范围而进行

的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位于我国领土及附近海域。明治维新后，日本采取强兵
富国政策以谋求崛起，其早期侵略路径是希望通过控制朝鲜进而占有我国东北，

最后霸占整个中国。也就是说，其最大的侵略目标是中国，而朝鲜是达成其目
标的跳板。日俄战争中，日本以小胜大，战后霸占了辽东半岛，不仅为实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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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东北的殖民扩张政策开辟了道路，还依靠 “满铁”大肆掠夺我国财富。①

作品第七部分提及与宗助夫妇同住一个院子的本田夫妇过着优哉游哉的养老生

活，“老夫妇有一个儿子，在朝鲜的统监府之类的部门做官，靠着他每月寄来的
赡养费，老夫妇生活得很宽裕” ( 『門』: 703) 。本田夫妇靠着来自朝鲜的汇款得
以颐养天年，可知在日俄战争后不久，日本殖民掠夺的红利已相当丰厚。
作品第三部分，小六到兄嫂家打听自己的学费问题，期间聊到伊藤博文在哈

尔滨车站被刺事件。于是，阿米问小六: “为什么被刺杀呢?”这也是阿米看到
号外时向宗助提出过的问题，但小六答非所问: “手枪砰砰地连发之后，命中
了。”阿米紧追不舍，“可我是问为什么被刺杀”，“小六露出不得要领的表情”
( 详见『門』: 644) 。可见宗助和小六都不能有效回答阿米的提问。伊藤博文是日
本政治家，明治九元老之一，也是日本第一位内阁总理大臣，曾经四次组阁，任

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905 年 11 月，伊藤博文以武力威逼朝鲜签订第二次
《日朝协约》，规定日本在朝鲜设“统监”，朝鲜外交由日本外务省掌握，伊藤博
文出任首任统监，掌控了朝鲜实权。1907 年 7 月，伊藤博文又强迫朝鲜签订第三
次《日韩协约》，规定朝鲜的一切法令、内政等重大措施及高官任免均须经日本
统监批准，在备忘录中还规定朝鲜解散军队，重要官员均由日本人担任。有了伊
藤博文的经营基础，“1910 年 6 月 3 日，日本桂太郎内阁决定吞并朝鲜。8 月 22
日，日军以刀枪包围，逼迫朝鲜国王签订 《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朝鲜”
( 《日》: 266) 。面对国家危难，朝鲜独立运动家安重根于 1909 年 10 月 26 日在中
国哈尔滨火车站射杀伊藤博文，被当场逮捕，并于翌年 3 月 26 日在旅顺就义。
柴田胜二指出， 《门》中安之助、安井名字中的 “安”字应均与安重根之名
有关。②

夏目漱石对满洲、朝鲜等地的关注与其满韩旅行密切相关。1909 年 9 月初至
10 月中旬，他应大学预科时代的好友、时任满铁总裁的中村是公之邀，游历了
大连、旅顺、熊岳城、营口、汤岗子、奉天、抚顺、长春、哈尔滨等地，接着又
游历了朝鲜半岛，整个行程得到了满铁及满铁总裁的高规格接待。换言之，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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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年 6 月，日本决定设立南满洲铁道公司，简称“满铁”，这一对华扩张的重要战略设施不仅实行经济掠夺，
还设有调査部，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调査研究，为霸占中国提供智囊服务: “日本正是视‘满铁’为‘恢宏皇猷的生命
线’。‘满铁’作为日本侵华的特殊机构，疯狂地攫取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1907—1931 年，‘满铁’付给日本政府、股
东的红利、公司债利息和公债金等 4 项共 8. 3 亿日元。‘满铁’完全是一条殖民主义的吸血线。” ( 赵建民、刘予苇《日
本通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 年，第 268 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日》”
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详见柴田勝二『漱石の中の 〈帝国〉国民作家と近代日本』，東京: 翰林書房，2006 年，第 155 － 156 頁。



作《门》之前，夏目漱石刚刚实地考察了 “满铁”及满洲、朝鲜，在当地触及
了日本殖民机构的一些核心部分。返回日本后，从 10 月 21 日开始，夏目漱石在
《朝日新闻》上连载《满韩漫游》，但仅涉及满洲还未及朝鲜，写作便半途而废。
这一方面应与 10 月 26 日伊藤博文被杀事件大量占用报刊版面有关，另一方面，
刚刚接待过夏目漱石的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当时也在事发现场，但未被击中，而夏

目漱石本人也刚刚游历过哈尔滨火车站，可以说他几乎 “亲历”了这一反殖民
事件，巨大冲击下停笔算事出有因: “从 《满韩漫游》中可以看出夏目漱石对于
满洲的认识是复杂的，甚至流露出恐惧的情绪。惨烈的日俄战争留下的废墟还没
有清理，旅顺口海底的沉船和鱼雷依然存在，围绕 ‘鬼屋’的战争创伤故事不
断流传……夏目漱石不愧是二十世纪的预言家，他也许已经预见到日本会陷入满
洲殖民地的泥沼，最后会遭到历史的惩罚。按这样的逻辑推理，《满韩漫游》的
辍笔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①

《门》是夏目漱石于《满韩漫游》辍笔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其中或许
承载着游记未竟的记录或反思。作者通过都市隐士般的宗助夫妇的日常生活，凸
显出作品人物与国家、社会之间强烈的“疏离感”，完全褪去了 《满韩漫游》的
“东方主义色彩”②。 《门》连载期间，还发生了震惊日本的 “大逆事件”。1910
年 5 月，明治政府以谋杀天皇的 “大逆罪”为借口，逮捕了幸徳秋水等一大批日
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最终于翌年年初判处 12 人死刑，并由此建立 “特别高等警
察”以监视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日本社会，“甚至连 《昆虫社会》这
样的书也因为有‘社会’二字而遭抄没” ( 《日》: 262) 。就这样，《门》表面上
描写了宗助夫妇的日常生活抑或他们的爱与罪，实则隐含着庞大的 “国家叙
事”，它以 1904 至 1910 年即日俄战争至日韩合并的日本殖民扩张时期为时代背
景，呈现了日本帝国掠夺一切的 “殖民欲望”，而这种极度膨胀的欲望是一种将
会遭受惩罚的罪恶。
以“掠夺”切入“罪恶”的叙述方式也与夏目漱石深厚的佛学修养有关。

佛教有“三毒”之说，即认为“贪嗔痴”三毒是人类恶行的根源，而 “贪”，即
“贪欲”，为三毒之首。③ 夏目漱石深刻地预见了这种贪得无厌的掠夺必将招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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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成《夏目漱石的满洲游记 ( 译者序) 》，收入小林爱雄、夏目漱石《中国印象记 满韩漫游》，李炜、王成译，
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51 页。

小林爱雄、夏目漱石《中国印象记 满韩漫游》，第 141 页。
详见陈兵编著《新编佛教辞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003 年，第 38 页。



酷的惩罚，宗助夫妇窘迫的生活境遇以及伊藤博文被杀事件便是明证。作为明治
日本的知识精英，在整体 “西化”的时代浪潮中，夏目漱石超越性地回望东方
传统，希望从儒家、佛家传统中寻求精神救赎的可能性，以抵御失控的欲望，缓
解罪与罚带来的创伤与苦痛。

二、“子路”所象征的儒家救赎路径

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夏目漱石于 1911 年 8 月在和歌山进行
了一场题名为《现代日本的开化》的讲演，指出 “一般日本人并不明白 ［现代
日本的开化①］这个问题”，“西方的开化是内发型的，日本现代的开化是外发型
的。内发型是指从内部自然生发，正如花朵开放般，花蕾破绽怒放。而外发型是
指迫于强大的外力，不得已而为之”，“一言以蔽之，现代日本的开化是流于表
面的，肤浅的”，演讲接近尾声，他还以超越时代的洞察力预言了现代性对个人
造成的压迫，说“我们在骄傲于这叹为观止的知识的收获的同时，还将患上严重
的神经衰弱，奄奄一息地呻吟于路旁，这是必将发生的现象”。②

新的明治时代是一个在诸多方面与传统决裂的时代，也是一个拜金主义盛行

的忙碌的时代。关于当时的 “忙碌”状况，从宗助对星期天的期盼即可得知:
“平时忙碌不堪……但七天一次休息日到来，心可以放松一下时，便觉得平时的
生活是多么仓促而轻浮。” ( 『門』: 633) “七天一休息”的作息方式是明治日本
导入的西式“时间机制”。《门》中还点缀了大量象征新时代的符号，如作品第
二部分描写宗助在休息日到市区散步的情景，通过宗助的视角展示了当时东京的

“都市”街景: 电车、车内广告、街上 “玻璃橱窗里漂亮陈列”着的 “西洋书
籍”，其中有本叫“History of Gambling ( 《赌博史》) 的书，装帧得特别精美，摆
放在正中央”、钟表店的 “金表”和 “金表链”、洋伞店、洋货店店头的礼帽和
领带、绸缎店、刺绣精美的女式衬领……这些无不刺激着人们的 “消费欲望”，
杂志店前“新刊书目的大字广告”亦透露着 “大众传媒”及 “知识消费阶层”
的兴起。可以说，这是一个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以金钱和消费欲望为价值导
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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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明治时代的日本将现代化称为“文明开化”或“开化”。
夏目漱石「現代日本の開化」，收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十一巻『評論 篇』，東京: 岩波書店，1985

年，第 321、333、340 － 341 頁。



新旧时代裂变的 “历史感”还通过宗助对 “东京”和 “京都”这两座新旧
都城的比较进行了描述。宗助曾经“满脑子都是时尚” ( 『門』: 776) ，他考入京
都大学，常和安井一起游览古都，但很快便觉得“这陈旧落后的地方令人感到乏
味”，因为“当时宗助的眼里只有新世界……认为生活着的现在和即将到来的未
来才是重要的，而正在消失的过去则是梦境般没有价值的幻影罢了。他看过许多
凋敝的神社和凄凉的寺院，已失去把自己年轻的脑袋转向褪了色的历史的勇气”
( 『門』: 778) ; 而学期结束返回东京时，东京的“炎热和煤烟”都令他感到 “喜
悦”，发自内心地用“壮美”二字赞叹东京 ( 详见『門』: 778 － 780) 。
在如此的历史转折时期，祖传的艺术品也只能落得被变卖的命运。阿米变卖

家中屏风，为宗助置办新鞋等物，“宗助觉得未尝不可，但将父辈留传下来的有
抱一手笔的屏风为一方，把新鞋和新绸缎为另一方，不禁觉得这二者的交换是多

么离奇而滑稽” ( 『門』: 700) 。“抱一”即酒井抱一，是江户后期著名画家，37
岁时在京都西本愿寺出家，代表作有《夏秋草图屏风》、《四季花鸟图屏风》等。
抱一画的屏风是艺术品，亦是传统价值观的象征，但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它只能

变卖为“实用”的新鞋和新绸缎，宗助虽然感到 “离奇而滑稽”，却也无可奈
何。与此同时，传统的人际关系同样几近崩塌。宗助夫妇的共同生活便始于对安
井的背叛。宗助的叔父亦将变卖其兄房产所得的大部分现金据为己有，致使原本
富家出生的小六有可能上不了大学。叔父去世后，“佐伯婶母和 ［其子］安之助
后来再也没来过宗助家。宗助原本就无暇去麴町，而且也没有那种兴致。虽说是
亲戚，却过着毫无干系的生活” ( 『門』: 736) 。可见人情之淡薄，传统人际关系
岌岌可危。
宗助夫妇受到命运的惩罚，生活拮据。宗助未老先衰，阿米则经受了三次流

产、死产的打击，身心俱疲。在极度痛苦中，阿米 “终于迈进了某算命先生的
门”，算命先生断言: “你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你的罪过受到报应，你绝不会有
孩子。” ( 『門』: 773) “社会毫不客气地让他俩背上了道义的罪名……他俩抛弃
了双亲，抛弃了亲戚，抛弃了朋友。说得笼统一点，他们抛弃了整个社会，抑或
被抛弃了。学校自然也抛弃了他，不过表面上是自动退学。” ( 『門』: 794 － 795)
一连串的苦难令宗助开始回望东方传统， 《论语》便成为其苦难中的精神源泉
之一。
宗助并非爱读书的人，他“中途辍学后几乎没读过什么书，所以学问不如一

般人” ( 『門』: 747) ，但他还是为自己保留了一间 “书房” ( 『門』: 690) 。他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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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常进”书房，但书房空间的设置却透露出其意识中还有一方精神世界，
这也是他能够安贫乐道的原因。在小说开篇处，夏目漱石写道:

宗助刚才把坐垫搬到套廊上，在向阳处舒适地盘腿坐了一会儿，不久丢

开手里的杂志，一骨碌躺了下来。天气好极了，可谓秋高气爽。这一带安静
之极，所以街上行人走过时的木屐声清晰可闻。宗助曲肱为枕，眼睛掠过屋
檐仰望上空，碧空如洗。与自己躺着的局促的套廊相比，天空非常广阔。碰
上星期天，能够如此尽情地眺望天空，宗助觉得别有一番情趣……两三分钟
后，妻子朝拉门上的玻璃望去，只见睡在套廊上的丈夫不知打的什么主意，

屈着双膝，身子缩得像一只虾，而且两臂交叉，把黑脑袋埋在臂间，根本看

不到脸。(『門』: 625 － 626)

此时的宗助已不再 “满脑子都是时尚”了，他享受着秋日的阳光和宁静，觉得
“能够如此尽情地眺望天空”是一件惬意事。作者将“局促的套廊”与 “广阔的
天空”相比，凸显了 “天空”所象征的超然之美，而 “局促的套廊”又何尝不
是逼仄而充满了“殖民欲望”的帝国日本的象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宗助仰望
天空时“曲肱为枕”的身姿，即阿米所见 “屈着双膝，身子缩得像一只虾”似
的身姿，无疑典出 《论语·述而》之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
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在长达六年的磨砺中，宗助发生了
深刻的蜕变，这其中 《论语》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宗助夫妇专门选了 “离大
街最远，也就多了几分闲静” ( 『門』: 625 ) 的地方住下，在清苦的日常中也能
彼此恩爱，颇有 《论语·雍也》之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与此相呼应，宗助家后面崖上的粗毛竹挺拔屹立，竹影
婆娑 ( 详见『門』: 629) ，也可见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 “竹子”所象征的 “君
子”精神的礼赞。事实上，《论语》便一以贯之地阐释了 “君子”的风范。不仅
如此，“竹子”与“闲静”所营造出的恬淡美亦是中国文人喜爱的诗题，如柳宗
元在《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中写道: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
青松如膏沐。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宗助夫妇的居家环境及内心世界与这
首柳诗的境界颇多相通之处，而柳宗元是夏目漱石深为喜爱的中国文人之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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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由《我是猫》中关于柳宗元的言说可知 ( 详见夏目漱石『吾輩は猫である』，收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
一巻，東京: 岩波書店，1984 年，第 321 頁) 。



《门》共三次直接提及《论语》。第五部分描写宗助夫妇谈及小六学费这件
烦心事后，宗助“走进了不常进的书房”，临睡前他告诉妻子: “今晚读了好久
没读的《论语》。”妻子反问: “《论语》说些什么?”宗助回答: “哦，什么也没
有。” ( 详见『門』: 691) 要向阿米说明 《论语》的内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但从上下文的语境可知 《论语》对宗助而言具有疗愈之用。第六部分仍是聊及
小六时，阿米担心小六至今未接纳她这个嫂子，宗助安慰她: “别管小六怎么想，
只要我在。”阿米开玩笑道: “《论语》是这么写的?”宗助回答: “嗯，是这么写
的。” ( 详见『門』: 695) 第十六部分描写宗助听 “房东聊起昨晚在饭馆见到一位
有点特别的艺妓”，“说是这位艺妓喜爱袖珍本 《论语》，无论乘火车还是出去游
玩，总把它带在身边”， “她说在孔子的门人中，她最喜欢子路，问她原因，说
是子路这个男人非常正直，他在学了一种知识而未付诸实践、却又听闻新知识
时，会引以为苦事” ( 『門』: 806) 。
子路名仲由，是孔门十哲之一，仅年少孔子九岁。他是 《论语》中出现频

次最多的孔门弟子，擅长政事、直言敢谏、知行合一、重视友情，还是二十四孝
“负米奉亲”中的孝子。艺妓所言子路性格典出 《论语·公冶长篇》之 “子路有
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由此可知子路是一位脚踏实地、知行合一的人。子
路重视循序渐进的学习次第，这显然有违当时日本的急速膨胀或扩张理念。自甲
午战争之后，有关日本的膨胀话题时常见诸日本报刊或书籍，如德富苏峰在 1894
年 10 月 3 日 《国民之友》上发表 《日本国民的膨胀性》一文，而后又出版了
《大日本膨胀论》 ( 民友社，1894) 一书，积极宣扬日本 “膨胀”的必要性。德
富苏峰是当时统领日本舆论的著名评论家，其言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门》推
举子路的“正直”，暗含了夏目漱石的社会批判意识。
《公冶长篇》还记载了孔子所言: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
与?”而当孔子问子路志向时，子路回答: “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
憾。”可见其忠勇豪侠之气，这在“人情淡薄”的明治时代无疑是渐行渐远的美
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人际关系几近崩塌之际，作者让一位艺妓对 《论
语》爱不释手，并让她赞美 “正直”的子路，更加凸显了当时日本社会的道德
滑坡。
在上世纪之交日本崛起之时，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被不断膨胀的欲望牵引

着，宗助夫妇当初亦是如此。夏目漱石希望以 《论语》中安贫乐道、君子知命
等思想抵御失控的“欲望”，以“子路”的美德呼唤伦理的重构。然而，《论语》

·59·

帝国时代的罪与罚: 夏目漱石的救赎之“门”



及“子路”所象征的儒家救赎路径并非所向披靡，当遭遇 “非日常性”的冲击
时，平静的“日常”有可能在顷刻之间彻底崩塌。对国家，对个人，莫不过如
此。当宗助听闻安井即将返回的消息时，便体验了这种令人绝望的崩塌感，于是
更为深刻的救赎成为绝望中的一线希望，这是宗助终于奔向 “山门”的原因
所在。

三、《菜根谭》引领下的佛家救赎路径

《菜根谭》是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结晶，是囊括了中国处世智慧的箴
言录，它以心学、禅学为核心，兼及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无为。该书在日本被誉
为奇书，自 1822 年首次印刷以来，各时代均有注释版问世，是日本现代企业界
修身养性的必读书。从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 《漱石文库目录》可知，
夏目漱石藏书中有二册版 《菜根谭》。在小说 《草枕》 ( 1906 ) 第三章，夏目漱
石写道: “我仰卧着……却也清晰地读出 ‘竹影拂阶尘不动’的字样。”① 其中
“竹影拂阶尘不动”便引自《菜根谭》下卷第六十三 “竹影扫阶尘不动，月轮穿
沼水无痕”。
《论语》是支撑宗助淡然面对苦难的精神源泉，而 “怀着身处山里的心境，
居住在都市里” ( 『門』: 774) 的隐士般的宗助夫妇使得 《门》从整体上散发出
寂静、恬淡的氛围，这与《菜根谭》崇尚的“静中真境，淡中本然”② 的境界具
有明显的一致性，可见作者希望用 “菜根”所象征的朴素淡泊来抵御无限膨胀
的“欲望”，宗助夫妇由是承受住了命运的严惩。虽然安井即将返回的消息令宗
助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但他还是选择 “挺起胸来生活下去”，在一位 “上下
班时，在电车中把西服口袋里的 《菜根谭》拿出来阅读”的同事友人的介绍下，
“走进了山门”短期参禅 ( 详见『門』: 825) 。

“山门”即寺院的正门，亦常代指寺院，过去寺院多建在山林，故名 “山
门”。寺院一般有三个门，寓意 “三解脱门”，即 “空门”、 “无相门”、 “无作
门”，所以又称 “三门”。宗助在寺院受到青年僧侣释宜道的接待，并从师僧处
领了 “父母未生你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的话头。宗助不明就里，但大致
知道 “无非是让你把握自己的本质究竟为何物” ( 详见 『門』: 832 － 833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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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草枕』，收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二巻『短篇小說集』，東京: 岩波書店，1984 年，第 412 頁。
洪应明《菜根谭》，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28 页。



接下来的日子里，宗助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坐、参禅。他苦思冥想，却不
得其解。于是，他想借阅宜道的 《碧岩集》，觉得读书 “可能是悟道的捷径”，
但宜道劝阻说: “读书最妨碍修行。” ( 详见 『門』: 837 ) 禅宗主张 “不立文
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①，认为 “语言文字对禅而言乃是人为枷锁……执着
于语言文字，就是执着于思辨、认识、理性、推理、分析，这对 ‘未来境界’
的把握而言，乃是南辕北辙”②; 而师僧给出话头，即禅门的提公案、参话头，
是为了引导参禅者以形象、直觉的方式体悟禅境。但宗助理解不了，宜道只得
略微让步，对宗助说: “如果你一定要读点书的话，《禅关策进》这类能鼓舞和
激励勇气的书比较合适。不过，这也只是为了激发而读，与道本身无关。”
( 『門』: 837)

《禅关策进》是云栖寺高僧袾宏辑录的参禅指南。袾宏世称云栖大师或莲池
大师，是明代四高僧之一。书中列举了高僧大德的参禅法，分前后两集。前集又
分“诸祖法语节要第一”和 “诸祖苦功节略第二”两部分; 后集为 “诸经引证
节略”，辑录散见于诸经中的修行要略。全书言简意赅，是开示参禅法的宝贵资
料，如赵州谂禅师示众曰 “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
永明寿禅师垂诫曰“学道之门，别无奇特。只要洗涤根尘下……假使参而未彻，
学而未成，历在耳根，永为道种”，太虚禅师示众曰 “如未了悟，须向蒲团上冷
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看个父母未生前面目”，“衣不解带”条载曰 “金
光照禅师，十三出家，十九入洪阳山，依迦叶和尚。服勤三载，衣不解带，寝不
沾席”。③

禅宗有顿悟与渐悟之分，但一般人大多是渐悟根器， 《禅关策进》亦反复
强调了 “苦功”的重要性。夏目漱石曾在 27 岁时在镰仓圆觉寺塔头归源院释
宗演 ( 1860—1919) 门下参禅，可以说宗助的参禅体验中包含了作家自身的感
受，《门》中的相关描述亦显示出作家丰富的禅学修养，这是夏目漱石通过参
禅方式寻求救赎路径的重要原因。作品第二十部分赞叹宜道 “根器非同寻常，
修行也已入佳境”，“他负责管理此庵已两年了，还不曾正式铺了床、舒舒服服
地伸直腿睡过一觉。即便冬天，也仅仅和衣靠墙坐着入睡” ( 『門』: 845 －
846) ，与 《禅关策进》“衣不解带”条所言 “苦功”一致; 《门》的题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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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受到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启发①，但 《禅关策进》所录永明
寿禅师的开示语 “学道之门”云云，亦颇契合作品旨趣，而师僧给出的 “父
母未生你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的话头亦见于上述 《禅关策进》太虚禅师
的开示语中。
再看宜道为何不推荐《碧岩集》呢? 《碧岩集》亦称 《碧岩录》，是宋代圜

悟克勤 ( 1063—1135) 对雪窦重显 ( 980—1052) 《颂古百则》中的百则公案加
以阐释、评说，并由门人编集而成的一本书，被誉为 “宗门第一书”，几乎与六
祖《坛经》比肩，对日本临济宗影响深远。张耀南指出 “《碧岩录》乃是中国文
化的转折点”，主要体现在“它从根本上强化、确立了中国哲学批评的 ‘佛禅格
式’”，表现在: ( 一) 开“茶禅一味”之源，( 二) 开“诗禅一味”之源，( 三)
开“字禅一味”之源， ( 四) 开 “教禅一味”与 “禅禅一味”之源， ( 五) 开
“儒禅一味”之源。② 可见该书具有的厚重文化底蕴并不适合初机者阅读，会妨
碍初机者以形象、直觉的方式体悟禅境，且洋洋洒洒数十万字，远不如 《禅关策
进》之类的小册子简明易懂。所以禅门俊才宜道连烧火做饭时都不忘捧着 《碧
岩集》，却并不推荐宗助阅读该书。当然，这亦是夏目漱石本人在圆觉寺参禅时
的真实体验③。
《门》第二十部分提及师僧上课时所用的 《宗门无尽灯论》，宜道告诉宗助

“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是“白隐和尚的弟子东岭和尚所编，主要讲修禅者如
何由浅入深的途径，以及随之产生的心境变化，写得条理清晰” ( 『門』: 849 ) 。
白隐和尚即白隐慧鹤 ( 1685—1768) ， “因偶读明朝袾宏 《禅关策进》很受启
发”④，便根据自己的修行经验和三教一致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习禅方法，简化了
公案，重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法，弟子甚众。后世日本临济宗的主流均可追溯
到白隐慧鹤，他被誉为日本临济宗的中兴之祖。东岭和尚即东岭圆慈 ( 1721—
1792) ，是白隐慧鹤最著名的弟子之一。他在 28 岁时用汉文写成 《宗门无尽灯
论》，现收录于《大正藏》第 81 册。据 《宗门无尽灯论序》记载，东岭圆慈曾
经“只为不顾身命用心过度，五脏齐劳大感病患”，乃至于 “命不可过三五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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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橋元志保「夏目漱石『門』を読む ニーチエ哲学の受容を視座として」，载『教養·文化論集』2008 年
2 月号，第 105 － 118 頁。

详见张耀南《〈碧岩录〉与中国文化之转型》，第 2 页。
夏目漱石提到，他在参禅时与一名叫宗活的僧侣成了朋友。某日，他见宗活一边烧炉火一边捧一本书看，便问

是什么书，宗活说: “《碧岩集》，但书不能多看，再多看也只能领悟到自己修行的程度。”夏目漱石说: “这句话实在太
重要了。” ( 详见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十六巻『談話·色氣を去れよ』，東京: 岩波書店，1986 年，第 683 頁)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44 页。



间，于是思惟，我命不足惜，只恨未果自利利他之素愿，却虚修前艰苦。终拟肇
法师之临刑著论，竟述此论。日夜打坐蒲团，傍置笔砚，随得随笔。仅三十日而
成草稿，名之曰宗门无尽灯论。盖取一灯分百千灯，灯灯无尽之义也”。① 东岭
圆慈因该书稿而受到白隐慧鹤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灯”的寓意。禅宗有“灯
录”或“传灯录”，是记载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著作，如北宋的《景德传灯录》即
其代表作之一。这是以“灯”喻“法”，以法传人，故名“传灯”，寓意法脉灯火
相传。《维摩诘经·菩萨品》亦云: “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
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② 东岭圆慈所谓 “灯灯无尽之义”的
“无尽灯”与中国“灯录”或 “传灯录”的 “灯”的内涵一脉相承，与 《维摩
诘经·菩萨品》所言“譬如一灯燃百千灯”的“无尽灯”亦完全一致。
夏目漱石借宜道之口称赞 《宗门无尽灯论》是 “一本难得的好书”，而他

在描写宜道的参禅造诣时写道: “见性之日，他喜不自胜，奔至后山，大声喊
道: ‘草木国土悉皆成佛。’” ( 『門』: 846 ) 其中 “草木国土悉皆成佛”见于
《宗门无尽灯论》“宗由第一”之 “一佛成道观见法界草木国土悉皆成佛”。不
仅如此，煤油灯的 “灯光”也是 《门》的重要道具，它贯穿始终，象征这对贫
寒夫妻恬淡的幸福感。第五部分描写宗助夫妇 “照例坐在煤油灯下，觉得在这
个世上，唯有自己坐着的这块地方是明亮的。而在这明亮的灯影下，宗助只意
识到阿米的存在，阿米也只意识到宗助的存在” ( 『門』: 689 ) 。夏目漱石对
“灯光”的反复强调，是寓意通过佛法令 “冥者皆明，明终不尽”，也即通过佛
法度化无数众生，令之破迷开悟，明心见性，而这亦是参禅抑或佛家救赎路径

的终极指向。
返回东京的日子到了，宗助依然不得要领，他“分明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来耗

费时间的，觉得宜道的安抚之言，正是因为自己的窝囊，令他深感羞愧”
( 『門』: 852) 。学界根据宗助的这一自我评价，均认为其参禅失败，如松尾直昭
指出“其分别心关闭了救赎之门”③; 然而，佛教五戒十善规定不妄言不绮语，
宜道的安抚之言并非徒为安慰的不实之语，如作品第二十部分所言 “你无须患得
患失。坐十分钟，肯定有十分钟的功德; 坐二十分钟，肯定有二十分钟的功德”
( 『門』: 847) ，临别时亦言“你经过短期坐禅，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你特意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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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大正新脩大蔵経』第八十一巻続諸宗部十二，東京: 大正新脩大蔵経刊行會，1967 年，第 5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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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还是值得的” ( 『門』: 852) 。事实上，宗助从山寺回到家中，不久便迎来了
难得的“小康”日子，不仅避免了被裁员的厄运，还有幸获得了加薪; 小六亦
成为坂井的书僮而搬到坂井家住，苦恼已久的学费问题有望获得解决。
如上所述，夏目漱石曾于 1894 年 12 月到圆觉寺参禅，当时他已开始教书工

作。关于参禅原因，他在同年 9 月 4 日致正冈子规的书简中写道: “这三四年以
来，为了冷却沸腾的脑浆，遂振作了学习之心。”①“沸腾的脑浆”形象地解释了
夏目漱石当时焦躁不安的精神状态，而参禅无疑对其具有救赎疗愈之用。但夏目
漱石此前已对佛教显示了浓厚的兴趣。在 1890 年 8 月致正冈子规的书简中，他
引《华严经》忏悔偈写道: “你近来常拿出些偈来，所以我也呈上一偈，请你每
天早上焚香诵此偈‘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
我今皆忏悔’，以驱心魔。”② 所谓 “偈”，即佛经中的唱颂词，夏目漱石所引
《华严经》中的此偈是佛教著名偈诵之一。另外，他在 1915 年 2 月 13 日致西川
源兵卫的书简中写道“纸收到了……我想抄写 《心经》送给您”，同年 8 月 2 日
的书简中又写道: “我用您送的纸抄写了 《心经》，三页纸就抄完了。”③ 所谓
《心经》，即《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为 《般若心经》或 《心经》，全文
260 字，是大乘佛教中最广为人知的经典。“抄经”与 “参禅”一样，都是自古
流传的佛家修心法门，可见夏目漱石对佛教的兴趣始终如一，且在参禅、抄经等
方面积累了诸多实践经验，对佛经亦相当熟悉。佛教注重内心，而非外求，夏目
漱石通过佛教寻求或探索救赎之路，无疑与其心性、学养背景有关。同时，正如
他在《门》中嵌入的伊藤博文被刺事件所显示的，这一向内救赎之路亦是对当
时日本贪得无厌的“对外”殖民扩张政策的一种反拨。

1902 年 1 月 30 日，日本针对俄国签订 《日英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英双
方承认彼此有权干预中朝内政和在中朝两国的 “特殊利益”。山内昌之指出:
“日英同盟使日本拥有了名副其实的帝国意识。支撑这种意识的要素是与民族、
人种歧视和大国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自负心理，这从日俄战争胜

利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可知。”④ 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已基本具备了 “列宁指
出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但还有其独特的特点，即 “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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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有军国主义色彩……在连续不断的对外侵略中得到继续发展” ( 详见 《日》:
255) 。针对帝国时代的“外向”及“扩张”性，禅宗的 “内向”智慧确实提供
了值得借鉴的反向价值观，这亦是夏目漱石心中救赎力量的源泉。
关于《门》的“救赎”指向，从宜道对宗助引 《孟子·离娄上》之 “道在

迩而求诸远”中关于“道”的明示 ( 详见『門』: 852) 便可知，亦可从宗助离开
山寺之际，对求道之 “门”的诸多感慨可知。① 此外，需要向宗教力量 “求助”
的宗助以及 “道业”有成的宜道的名字亦是明证。夏目漱石主要从 《论语》、
《菜根谭》、《碧岩录》等中国传统儒释道经典中寻求救赎之路，尤其对超越生死
轮回的禅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与其禅学造诣有关，亦与中国禅文化对日本传

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宗助的参禅还是卓有成效的，虽然并未彻悟，可还是迎
来了实实在在的 “小康”日子。但当阿米在作品结尾处赞叹春天的来临时，宗
助泼冷水道: “不过，马上又是冬天了。” ( 『門』: 864) 这也是学者们诟病宗助
参禅失败之处。然而，正如房东对重返东京的宗助所说的 “青蛙夫妇”故事象
征的，在追求殖民扩张的帝国时代，一切都处于 “弱肉强食”的法则下，“过路
的小孩子和闲人抛掷石块，无情地击杀”水沟里“成百成千对”青蛙夫妇，“真
是死尸累累啊。这些都是夫妇，确实太悲惨了” ( 『門』: 852) 。这种“无情”的
屠杀与禅宗主张的慈悲、平等心背道而驰，与前述 《宗门无尽灯论》序言中提
及的“自利利他”的理念亦南辕北辙，这是救赎之难的真正原因。②

［作者简介］ 邱雅芬，女，1967 年生，日本福冈大学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
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文学、
中日比较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 《日本明治文学与老庄思想》 ( 载 《学术研
究》2018 年第 10 期)、《日本的五台山信仰研究》 ( 载 《日语学习与研究》2018
年第 3 期)、《论日本当代先锋戏剧》 ( 载 《戏剧艺术》2018 第 2 期)、《日本先
锋文学初探》 ( 载《中国比较文学》2017 年第 4 期) 等。

责任编辑: 严蓓雯

·101·

帝国时代的罪与罚: 夏目漱石的救赎之“门”

①

②

宗助离开山门时感叹道: “自己是来请人开门的，但看门人在门的另一侧，竟连面也不露一下……他是不能通过
这门的人，又是必须通过这门的人。总之，他是一个只能站在门下等待日暮降临的不幸者。” ( 『門』: 853 － 854)

夏目漱石虽然在《门》中寄予了救赎的希望，但正如作品结尾所显示，他也深知救赎之难。在其后的代表作
《心》中，他为主人公预留的便是自杀的结局。


